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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司法行政综合保护指数的探究与验证

——以浙江知识产权保护情况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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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越来越多地受到各国的重视，有关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

地区经济增长、技术扩散等方面的影响研究正成为知识产权领域与经济学领域结合的研究热点，这些研究都要以知

识产权保护强度测定为前提。然而，目前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测算并未充分考虑到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双轨制

保护模式。为此，对已有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标进行改进，构建了知识产权司法行政综合保护指数，并以浙江省

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为例，对指数进行验证，对现有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与补充，为其他地区衡量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和行政保护综合水平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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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实践发端于改革开放之初，并随着我国第一部《商标法》和《专利法》的实施而得以正式确立，

长期以来与我国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一起，构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模式
［1］

，并为 TRIPS 协议所认可。

随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全球化，国内各省市对所在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越发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对社会福利、经济增长、

技术扩散等的影响研究也逐步开展
［2-3］

。不过，这些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知识产权保护综合水平的测定。然而，知识产权保

护综合水平的测定是复杂而艰巨的。本文对现有知识产权保护量化测评方法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构建一套综合了知识产权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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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执法、融合了知识产权司法和行政保护的知识产权司法行政综合保护指数，并以浙江省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和验证。

1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标体系的研究现状

已有研究中，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量化测评方法主要围绕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标展开，目前主要的测度方法是 GP 指数法

(Ginarte 和 Park，1997)
［4］

。然而，GP 指数仅仅计算了专利立法强度，对于中国而言并不十分适用。为此，考虑到中国知识产

权保护双轨制的特殊性，我国的学者在已有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量化方法的基础上，做了针对中国国情指标的修正。以韩玉雄和

李怀祖(韩玉雄，李怀祖，2005)
［5］

、许春明和单晓光(许春明，单晓光，2008)
［6］

等最具代表性。其中，韩玉雄和李怀祖用社会

法制化程度、法律体系的完备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社会的监督与制衡机制这四个指标来测量我国的知识产权执法强度，

而许春明和单晓光则选取了司法保护水平、行政保护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公众意识以及国际监督五个指标度量知识产权

执法强度
［7］

。

本文在对现有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标的研究进行整理后发现，韩玉雄和李怀祖并未考虑到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双轨制特性，

而许春明和单晓光虽然考虑到了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及管理水平，但其研究的着重点在司法层面，其用来衡量知识产权的行政

保护强度方法值得商榷，且不具备典型代表性。综合考虑到上述已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本文对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标体系进

行了修正，在 Gin-arte＆Park 方法基础上，借鉴许春明和单晓光等国内学者的研究路径，针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的这一

特性，构建了知识产权司法行政综合保护指数的基本框架，综合考虑知识产权立法、司法和行政保护等多重因素，并以浙江省

的知识产权保护为例，进行典型案例分析和实证检验。

2 知识产权司法行政综合保护指数的构建与修正

2．1 知识产权司法行政综合保护指数框架

考虑到宏观实证检验中的难度，将知识产权司法行政综合保护指数构建如下图 1，有立法指标和执法指标两大组成部分。

其中，立法指标参照 Ginarte-Park 指标系数框架，执法指标分为“司法执法保护水平”、“行政执法保护水平”、“社会

因素”三大类。其中“司法执法保护水平”由律师人数占比和司法结案率来解释，“行政执法保护水平”由专利行政侵权的调

解率来解释，增加“社会因素”一项，添加“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公众意识”两个分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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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知识产权司法行政综合保护指数，定义为 Pt，参照 Ginarte-Park 方法定义区域知识产权综合保护立法指标为 Lt；测算

区域的知识产权综合保护执法指标，定义为 Et。知识产权综合保护指数 Pt是知识产权综合保护立法指标 Lt与知识产权综合保护

执法指标 Et 的乘积，表示为 Pt=Lt×Et

［8］
。

2．2知识产权司法行政综合保护指数的修正与测算

知识产权综合保护的立法指标具体参照 Ginarte-Park 指标系数框架，执法指标的司法保护指标方面，如果采用许春明和单

晓光(2008)用立法时间测算的方式一方面会导致明显的多重共线性，另一方面也无法将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保护的水平进行准确

测算，为此我们采用“律师比例”和“司法保护立案结案比例”两个指标来衡量。其中律师占总人口比例超过 0.5‰，可以视为

具有较高的司法水平，律师比例的增加可以降低专利权人对专利侵权进行维权的成本，提高维权意愿。具体来说，“律师比例”

即律师占总人口的比例，大于 0.5‰时分值为 1，小于 0.5‰时分值为实际的比例除以 0.5‰。“司法保护立案结案比例”采用

侵权纠纷的立案数除以结案数来衡量。修正添加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指标，为突出衡量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水平，用“专利侵权纠

纷执法的调解率”来衡量，具体采用专利侵权纠纷执法结案中调解的案件数量除以案件总数来测算，行政保护水平越高，侵权

纠纷的调解率越高
［9］

。

社会指标上，设置“经济发展水平”这一指标，采用“人均 GDP”来度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当人均 GDP 达到或超过

2000 美元时，分值为 1，小于 2000 美元时，分值等于实际人均 GDP(美元)除以 2000。在社会公众意识这一指标的度量上，如果

采用“成人识字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一个社会公众的受教育程度，但是对于知识产权而言，往往涉及的对象双方都

是具有专业性知识的，从事知识密集型行业的，因而涉及普通大众的概率并不高。为此，本文修正采用更加能够反映高等人才

知识产权认知可能性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来替代“成人识字率”。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或者超过 50%时候，分值为 1；

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小于 50%时候，分值为实际比率除以 50%。具体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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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为例对指数进行验证

3．1 测算浙江省知识产权司法行政综合保护指数

本文运用计量检验的方法，以浙江省的专利保护状况为例对知识产权司法行政综合保护指数的合理性进行验证
［10］

。根据《浙

江统计年鉴》、《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年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供的数据，对 2010—2014 年五年期间浙江省的“律师人

数占比”、“知识产权案件的司法结案率”、“人均 GDP”、“万人中受大学教育人数”、“专利侵权纠纷执法调解率”等数据

进行采集，借鉴 Ginarte＆Park 的方法，设定分指标权重相等，对浙江省的综合保护指数进行测算，如下表 2所示，Pt指“浙江

省司法行政综合保护指数”、Lt指“浙江省司法行政综合保护立法指数”，Et指“浙江省司法行政综合保护执法指数”
［11］

。

由表 2 可知，综合保护立法强度(Lt)自 2010 年至 2014 年基本没有变化，而综合保护执法指标(Et)在五年间有了一个比较明

显的上升，为此，浙江省知识产权司法行政综合保护指数(Pt)也有了显著的上行，从 2010 年的 6．37上升到了 2014 年的 8.75，

我们使用相同的方法对全国的知识产权司法行政综合保护指数(Pt)进行了测算，结果如图 2，显示从 2010 年的 1．27上升到 2014

年 1.40，这说明无论是从司法行政综合保护的强度还是从上升的幅度来看，浙江省的表现要远远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特别是

在司法行政综合保护的执法层面，无论是司法结案率还是行政的调解水平，经过这些年的努力，都卓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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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获取的 2010 年至 2014 年浙江省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浙江省知识产权司法一审立案数”、“浙

江省知识产权司法一审结案数”，以及从国家知识产权局获取的“浙江省专利申请量”和“浙江省专利授权量”，验证本文构

建的知识产权司法行政综合保护指数是否符合浙江省专利保护的实际情况。At 为“浙江省知识产权司法一审立案数(千)”，Bt

为“浙江省知识产权司法一审结案数(千)”，Ct为“浙江省专利申请量(十万)”，Dt为“浙江省专利授权量(十万)”，Pt则是经

过测算得出的“浙江省司法行政综合保护指数”，大致趋势如下图 3 所示。

可以看到，Pt“浙江省司法行政综合保护指数”与 Ct“浙江省专利申请量(十万)”、Dt“浙江省专利授权量(十万)”的趋势

基本一致。

3．2模型设定

实证研究中，构建浙江省司法行政综合保护指数 Pt与 At“知识产权一审立案案件数”、Bt“知识产权一审查处案件数”、Ct

“浙江省专利申请量”、Dt“浙江省专利授权量”的简单回归模型验证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

3．3分析结果

结论一，从表 3 看，浙江省知识产权司法行政综合保护指数与浙江省知识产权一审立案案件数量的相关关系不显著，这与

知识产权司法行政综合保护指数对知识产权一审立案量的双向影响有关。其原因比较好理解，浙江省知识产权司法行政综合保

护强度的提高一方面会减少社会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产生，另一面也会导致立案的知识产权一审案件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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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二，从表 4 看，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浙江省知识产权司法行政综合保护指数对浙江省知识产权一审查处案件数量有

显著影响，表现为浙江省知识产权司法行政综合保护指数增加一个单位，相应地浙江省知识产权一审查处案件的数量增加约 3．87

个单位。说明浙江省知识产权司法行政综合保护能力的提升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浙江省内知识产权司法案件的一审查处效率。

不过，从调整的 R
2
来看，这一比例并不是很大，说明回归的效果并没有那么明显。

结论三，从表 5看，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浙江省知识产权司法行政综合保护指数对浙江省专利申请量有显著影响，表现

为回归方程的 F 检验结果显著，且其相关系数高达 0．9481，即浙江省知识产权司法行政综合保护指数提升一个单位的，专利申

请量则提升 0．676907 个单位。从调整的 R
2
来看，这一回归方程的效果比较显著，说明随着浙江省从司法和行政两方面加大对

知识产权的保护，浙江省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有了显著的提升，机构和个人的专利申请热情也被充分地激发，专利申请数量有

了明显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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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四，从表 6看，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浙江省知识产权司法行政综合保护指数对浙江省专利授权量有显著影响，表现

为 F 检验结果十分显著，即浙江省知识产权司法行政综合保护指数提升一个单位的，浙江省专利授权数量提升 0．373528 个单

位，但是相比于浙江省的专利申请量，相关系数下降了 0．3个，并且就调整的 R
2
而言，也仅为 66．6%，低于专利申请量的回归

结果。这说明浙江省的专利授权量受浙江省司法行政综合保护指数的影响没有专利申请量来得明显，专利的质量还有待提升。

4 结论

本文在修正现有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了知识产权司法行政综合保护指数。浙江省知识产权司法行政

综合保护指数能客观地反映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的大环境，对知识产权司法一审查处数量、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授权量有显著的

相关影响。其中，知识产权司法行政综合保护指数与专利申请量的相关关系相比于专利授权量而言更为明显，这与浙江省专利

工作中的实际情况相吻合。专利的申请量与整个社会对于知识产权的司法行政保护环境密切相关，当知识产权司法行政保护状

况较好时，全社会申请专利的积极性就会被激发，从而促使专利申请数量的提升，而专利授权量不仅与专利申请数量有关，更

多地与专利的申请质量有关。知识产权司法行政综合保护指数与专利授权量的显著关系较弱也正好验证了浙江省在成为专利大



8

省过程中提升专利质量的迫切性。此外，知识产权司法行政综合保护指数与知识产权司法一审立案数量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原

因也较好理解，因为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和执法强度的提升一方面能减少社会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产生，另一方面反而也会导致

立案的知识产权一审案件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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